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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设计，考察了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 5 岁行为问题影

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以下问题有待作者进一步完善： 

意见 1：题目“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 5 岁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链式中介分析”中“儿

童”二字出现了两次，重叠了，作者有必要对题目再商榷。 

回应：感谢专家指出的问题。结合对文章主要结果的解释，拟将文章题目改成：“儿童早期

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其 5 岁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链式中介分析”。详见正文第 1 页，文章题

目。 

 

意见 2：摘要较长，没能突显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和创新之处。建议精炼摘要，突出本研

究的重点。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本文作者对摘要部分进行了精炼，重在突出本研究的重点和创

新之处：①通过追踪研究，关注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②关注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

题的累积效应及作用机制。在摘要中省略了“住房紧张”、“工作学习压力大”等具体的内容。

详见正文第 2 页，摘要部分。 

 

意见 3：（1）“3.4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制、行为问题的相关分析”相关分

析的数据结果既然已经在表 5 中已经呈现，就没有必要再在正文中呈现啦。相关分析的文字

描述较长，需要进行精炼。 

回应：专家的建议非常好。根据专家建议，对相关分析部分进行了重新改写：删除了正文中

描述的数据结果（例如，将“r = 0.41～0.63，p < 0.001”、“r = 0.41，p < 0.001”等删除），并

对相关分析的文字描述进行精炼：例如，将“T5 母亲积极养育与 T1、T2、T3 母亲生活压力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 T4 母亲生活压力之间呈边缘显著负相关”精炼成：“积极养育与母亲

生活压力呈显著或边缘显著负相关”。详见正文第 6 页第 6 段。 

 

意见 3：（2）此外，本文篇幅太长，需要进行文字精炼。 

回应：十分感谢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作者对全文进行了精简，删除了表达累赘重复的

段落和词句，例如删减对母亲生活事件来源、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的描述。 

 

意见 4：儿童的行为问题是正偏态数据，本文中作者是怎么处理的。 

回应：对于正偏态数据的处理考虑如下，供专家参考： 

Shapiro-Wilk 检验(W 检验)和经过 Lilliefors 显著水平修正的 Kolmogo rov-Smirnov 检

验(D 检验)是用一个综合指标来判定资料的正态性。由于两种方法都是用一个指标反映资料

的正态性, 所以当资料的正态峰和对称性两个特征有一个不满足正态性要求时,两种方法出

现假阴性错误的机率均较大。因此可采用 U 检验—偏度和峰度检验来进行正态性检验（U



 

 

检验是基于对称性和正态峰这两个基本特征来检验资料的正态性, 所以它的检验结果是最

接近直方图、正态概率图的, 是检验资料正态性最恰当的方法），即通过计算 g1（偏度/标准

误）和 g2（峰度/标准误）然后做 U 检验。当同时得出 U＜U0.05=1.96，即 p > 0.05 的结论时，

可认为该组资料服从正态分布（徐涛，韩少梅，2008；张文彤，2002）。 

在原始数据预处理的过程中发现，过度活跃、亲社会行为得分近似正态分布，品行问题、

同伴问题得分是中度正偏态，情绪症状得分是高度正偏态。因此需要对中度偏态的品行问题

和同伴问题得分进行取根号值的方式进行转换，对高度偏态的情绪症状得分进行以 10 为基

数的对数转换。 

经过转换后，品行问题、同伴问题得分、情绪症状得分均近似正态分布（均满足 g1 < 1.96、

g2 < 1.96）。处理过程如表 1 所示。 

 品行问题 同伴问题 情绪症状 

 g1 g2 g1 g2 g1 g2 

转换前 2.32 0.56 2.98 0.04 4.16 0.84 

转换后 0.12 1.89 1.03 0.25 1.11 0.94 

参考文献： 

徐涛, 韩少梅. (2008). 用矩法进行正态性检验及其在统计软件中的实现.中国卫生统计,25(3), 311–313. 

张文彤. (2002).SPSS 11 统计分析教程.基础篇. 希望电子出版社，198–204. 

 

意见 5：本研究是否有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作者有必要说明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回应：本研究收集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被试性别、月龄、母亲的生育年龄、父母的受教

育水平、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基本信息（在第 6 页第 6 行 2.2.1《人口统计学变量调查表》

信息中进行说明）。经 t 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性别、母亲生育年龄、父亲受教育

水平、父母职业类型、父母收入水平在各结果变量上均无显著性差异；母亲受教育水平在情

绪症状、品行问题和亲社会行为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过度活跃上差异显著，F（3，79）= 

3.61，p = 0.017，在同伴问题上差异边缘显著，F（3，79）= 2.68，p = 0.05。故在后续用

Mplus7.4 构建模型的过程中控制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过度活跃和同伴问题的影响，详见

正文第 7 页第 3 段第 3 行。 

 

意见 6：本研究所获得的路径模型有无性别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指出这一问题，专家的考虑很全面。在最初的数据处理过程中，经过 t

检验发现，性别在积极养育、努力控制、情绪症状、同伴问题、品行问题、过度活跃和亲社

会行为上均无显著性差异。在专家的引导下，作者进一步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路径模

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进行了验证。在应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非限定

模型（基准模型）的拟合优度，该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2
 (4) = 5.49，p = 0.24，CFI = 0.98，

TLI = 0.94，RMSEA = 0.087，SRMR = 0.07，拟合指数在可接受范围内。在基准模型的基础

上，限定结构模型部分两组对应的路径系数相等，基准模型与限定模型差异不显著，Δ 2
(4) 

= 3.67, p > 0.05，说明路径模型无性别差异。 

 

意见 7：“图 1 早期母亲生活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本研究拟考察儿童早期

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 5 岁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查看作者的数据分析过程（图 1 早期母亲生

活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作者将四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作为潜在指标

做了母亲生活压力的潜变量，那么，问题来了，潜变量能获得母亲生活压力的累积效应吗？

作者对累积效应的理解是什么？因此，作者有必要重新界定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或者改用其

他数据分析方法，如采用潜变量增长分析来考察母亲生活压力的截距和发展变化（斜率）对



 

 

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斜率的影响才能反映累积效应。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疑问和意见。 

经过再次梳理文献，作者认真思考了对累积效应的界定：心理学上关于风险因素的累积

效应（Cumulative Effect）最早是由 Rutter 于 1987 年提出的，Rutter 统计了英国某地区影响

儿童心理健康的风险性因素，例如住房拥挤、父母婚姻质量低等，结果发现儿童行为问题随

着危险性因素个数的增加呈现倍数增加，因此 Rutter 提出可以用风险因素的数量来代表其累

积效应（Rutter,1987）。在最新的一项横断研究中，Bøe 等人研究了负性生活事件和家庭压

力对儿童心理健康的累积效应，该研究中对生活事件进行 0,1 计分，直接相加，得到负性生

活事件的累积值；对家庭压力进行 3 级评分，累计得到家庭压力的累积值，然后考察对儿童

发展的累积效应（Bøe, Serlachius, Sivertsen, Petrie, & Hysing, 2017），计分截图如图 1 所示。

另外一项关于儿童看护对儿童发展的累积效应的追踪研究《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s of 

childcare on children's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in a non‐risk 

sample: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中，将早期看护时长进行直接相加，得到看护时长

的累积值，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其累积效应，如图 2 所示（Gist, 2006）。综合来看，文献中对

累积效应的统计均是通过事件的叠加、或者压力值的刺激程度相加。因此参考以上文献，在

本研究中每个时间点获得的母亲生活压力均是多个负性生活事件压力分数的累积值，可以通

过考察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得到其累积效应。 

图 1 来源（Bøe, Serlachius, Sivertsen, Petrie, & Hysing, 2017） 

图 2 来源（Gist，2006） 



 

 

 

本文将四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累积值合成了母亲生活压力的潜变量，这是因为：①

考虑到测量误差，基于潜变量得到的结果更能揭示现象本身的关系（王孟成，2014），多重

指标的测量可以准确表达研究者的理论构想，避免了用单一指标代表“生活压力”的片面性，

把有意义的效应与误差分离开来，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张建平，1993）。②从本研究数据特

点来看，四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合成潜变量能够提高数据的简洁

性。③从研究目的来看，作者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各个时间点上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

题的影响差异，而在于研究儿童早期（9～38 个月）母亲生活压力对其 5 岁行为问题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将多个时间点的测量结果合成潜变量的方法已经在发展心理学追踪研究中得

到了使用（Chang, Shaw, Shelleby, Dishion, & Wilson, 2016; Chung,Thoma, Jenn-Yun, Roy 2017）。

综上考虑，本研究用四个点的母亲生活压力累积值合成潜变量较单一时间点更能代表在儿童

早期（9-38 个月）母亲经历的多种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生活压力。 

专家提出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来分析母亲生活压力的截距和发展变化对儿童行为

问题的影响，这个建议对作者很有启发，拓宽了研究视野。作者尝试采用潜变量增长曲模型

分析四个点母亲生活压力的变化，分析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 

首先考察母亲生活压力的变化趋势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分别构建 2 个无条件潜变量增长

模型：（1）线性无条件模型；（2）非线性无条件模型 

表 1 母亲生活压力线性无条件模型的系数和拟合指标 

  χ2 df RMSEA CFI TLI SRMR  

线性无条件模型  6.05 5 0.05 0.96 0.95 0.07 

注：非线性无条件模型不收敛，故未提供拟合指标 

表 2 母亲生活压力的线性无条件潜变量模型分析结果 

参数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系数 标准误（SE）          方差 标准误（SE） 

截距 1.64*** 0.26                2.68*           1.12 

斜率 -0.13* 0.06                0.04            0.07 

注：0.05 <
＋
p < 0.1;  *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截距反映的是母亲生活压力起始水平是否存在个体差异，斜率反映的是母亲生活压力发

展变化的趋势。从拟合指标可以看出，线性无条件模型的拟合优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

9-38 个月母亲生活压力呈现出线性变化趋势。母亲生活压力的起始水平为 1.64，p < 0.001，

起始水平截距的变异 σ
2 

= 2.68，p < 0.05,这表明母亲生活压力的起始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个体

差异。斜率为-0.13，p < 0.05，表明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呈现出下降趋势。斜率的变异 σ
2 
= 

0.04，p > 0.05.表明后来的变化速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截距和斜率的相关不显著，

表明母亲生活压力的变化速度和初始水平的变异残差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经过以上分析，作者发现可以进一步探索引起母亲起始水平呈现个体差异和整体下降趋

势的影响因素，这将是我们今后可以开展的另一个研究主题。而本研究中，由于四个时间点

的母亲生活压力之间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β = 0.41~0.46，p < 0.05），表示儿童早期的母亲

生活压力存在相对稳定性，本研究将集中探讨儿童早期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其 5 岁行为问题的

累积效应，所以关于对母亲生活压力的潜变量增长分析未在正文中报告。并在“4.4 研究局限

与展望”中补充说明“第三，本研究集中探讨了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后期行为问题的累积

效应，但没有对母亲生活压力的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

进一步探讨此问题。”详见正文第 11 页第 1 段第 4～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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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本文对 107 对母婴对进行了追踪测查，考察了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

5 岁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以及母亲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文章总体上

行文流畅，思路清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意见 1：核心概念有待于进一步明晰。 

（1）首先，养育压力作为母亲生活压力的一个方面多次在问题提出中提及，但母亲养育压

力并非母亲生活压力的全部，作者在问题提出里重点阐述了母亲养育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

影响，以及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制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

但是，作者并未厘清母亲养育压力与母亲生活压力的联系与区别。 

回应：十分感谢专家指出这一问题。根据专家建议，作者对养育压力的论述进行了适当的精

简。突出了养育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区别和联系：有国内的研究者认为养育者面临着两种压力

体验：一是来自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各种负性事件的压力，二是与承担养育职责、抚养下一代

直接相关的压力，即养育压力（刘亚鹏，邓慧华，张光珍，梁宗保，陆祖宏，2015）。而本

研究中的母亲生活压力正是这两种压力体验的总和，是指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和体验的

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感，这些负性生活事件包括夫妻感情不和、经济拮据、亲人重伤

或离世、工作学习压力大、孩子难以照管等。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养育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有

着更紧密的联系（刘亚鹏 等，2015），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婚姻冲突或其他负性生活事件会

增加母亲养育压力（Anthony，et.al.,2005），因此本研究认为母亲生活压力全面反映了孩子

面临的成长风险，研究成果将对制定相关的妇女儿童保护措施具有指导意义。详见第 2 页第

2 段第 3～7 行、第 10～12 行。 

参考文献： 

Anthony, L. G., Anthony, B. J., Glanville, D. N., Naiman, D. Q., Waanders, C., & Shaffer, S. (2005).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parenting behaviour and preschoolers' 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iour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Infant & Child Development,14(2), 133–154. 

刘亚鹏, 邓慧华, 张光珍, 梁宗保, 陆祖宏. (2015). 父母养育压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养育方式的中介作



 

 

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3), 319–326. 

 

意见 1：（2）诚如作者在文章第三页写到的：风险因素并不是“各自为营”地对个体产生作用，

而是多种风险因素彼此之间相互累积和关联，共同对个体产生消极的后果。母亲生活压力的

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积累和联系的?这一问题有待作者进一步梳理。 

回应：专家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 

母亲生活压力是由一系列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感累积而成，每一个负性生活事件相

当于一个风险因素。风险因素的累积与儿童消极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一

是“线性模式”又叫“叠加模型”，即风险因素每增加一个，儿童行为问题就相应地增加一个单

位，即风险因素与儿童消极发展结果之间呈线性正比发展；二是“正加速模型”又叫“恶化模

型”，即每个风险因素都会增加其他风险因素的作用效果，即“各风险的总效应大于各风险的

效应之和”；三是“负加速模型”又叫“饱和模型”，即随着累积风险因素数目的增加，新增风

险因素个数对个体发展的效应越来越小（金灿灿，邹泓，李晓巍，2011）。 

Anthony 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低质量的婚姻关系、匮乏的社会支持系统、经济拮据

会增加母亲的养育压力，而 Hibel 等人则认为母亲的养育压力也会降低婚姻的质量、增加对

工作压力的感受性（Hibel, Mercado, & Trumbell, 2012），因此对于母亲生活压力而言，可能

更符合“正加速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研究各种风险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而在于验证风险因素累积

引起的母亲生活压力是否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因此作者在问题提出针对

“母亲生活压力的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积累和联系的”做了简单概括的补充说明，详见正文第

2 页第 2 段第 10-12 行。 

参考文献： 

Anthony, L. G., Anthony, B. J., Glanville, D. N., Naiman, D. Q., Waanders, C., & Shaffer, S. (2005).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parenting behaviour and preschoolers' 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iour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Infant & Child Development,14(2), 133–154. 

Hibel, L. C., Mercado, E., & Trumbell, J. M. (2012). Parenting stressors and morning cortisol in a sample of 

working mothe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Jfp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Family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6(5), 738–746.    

金灿灿, 邹泓, 李晓巍. (2011). 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保护性和危险性因素及其累积效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 12–20. 

 

意见 1：（3）其次，并未充分对关键概念进行解释，例如文章中作者强调了双重累积效应，

但仅对“量的累积效应”进行了解释，并未阐述何为“时间的累积效应”。 

回应：根据两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对文献进行了再次梳理，作者最初将“儿童早期（9～38

个月）母亲生活压力对学前期（5 岁）行为问题的影响”当做“时间的累积效应”,本意是想反

映其从早期到后期的影响时效长远。但这样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参考 Bøe、Gist 等人的研究，

本研究突出重点，考察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在回复审稿专家 1 第 7 条意见中进行

了详细说明）。作者不再强调时间的累积效应，在问题提出和结果解释部分进行了重新的表

述。感谢专家的建议！ 

 

意见 1：（4）此外，核心概念的用词也并不一致，不利于读者理解文意，例如，结果变量使

用了“品行问题”、“情绪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等词；再如，界定儿童发展阶段时使用了“成

长早期”、“儿童早期”、“学步期”等词。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对本文细心的审阅。现在作者已经对全文核心概念的用词进行了统一。



 

 

其中：界定儿童发展阶段统一使用“儿童早期”，更正了摘要中的第 1 行以及第 8 页第 3 段第

1 行、第 9 页第 2 段等；将“情绪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统一为“行为问题”，见第 6 页第 32

行；儿童长处与困难问题问卷（the Strengthe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具有 5 个

子维度，品行问题是其中之一，属于行为问题的一个方面，因此结果变量中保留了“品行问

题”。 

 

意见 2：问题提出逻辑性有所欠缺。 

（1）问题提出部分存在一些逻辑问题，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例如，第四

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讲“因此本研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量的累积和时间累积的共同作

用：即在婴幼儿时期母亲的生活压力的量的累积是否会对学前期儿童的行为问题产生长期的

时间累积效应？”此段文中只对多种压力事件量的累积和时间的累积两种累积效应进行了阐

述，但是作者并没有很好地阐述时间累积在本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回应：再次感谢专家指出这一意见。借鉴前人的研究中对累积效应的解释（Bøe, Serlachius, 

Sivertsen, Petrie, & Hysing, 2017; Van, Hipwell, Vermeiren, & Loeber, 2012; Gist, 2006），结合本

研究的分析方法，作者已经对问题部分的累积效应进行了重新的表述，为了避免产生歧义，

不再强调母亲生活压力的时间累积效应，而重点关注由多种负性生活事件累积得到的母亲生

活压力值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详见正文第 3 页第 2 段。 

参考文献： 

Bøe, T., Serlachius, A. S., Sivertsen, B., Petrie, K. J., & Hysing, M. (2017). Cumula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family stress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the bergen child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published online, doi.org/10.1007/s00127-017-1451-4. 

Van, d. M. E., Hipwell, A. E., Vermeiren, R., & Loeber, R. (2012). Cumulative effects of mothers' risk and 

promotive factors on daughters' disruptive behavior.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40(5), 727–739. 

Gist, N. F. (2006). 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s of childcare on children's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in a non-risk sampl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 

Care,176(2), 129–156. 

 

意见 2：（2）再如，第四页第二段第二行：“关于直接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集中于养育压力

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影响（Anthony，et al.，2005；Crnic，et al.，2005）。这可能是因为：

一方面……；另一方面”。后面两方面的内容似乎解释的是可能存在的间接效应，并不是解

释为何关于养育压力的研究都集中在养育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影响。 

回应：在上一版中，作者对直接效应模型的解释为：“一方面大部分研究中母亲养育压力和

儿童行为问题都是基于母亲报告的，具有较高养育压力的母亲倾向于将儿童的行为评价为更

为消极的（Crnic，et al.，2005）”，这是从母亲主观报告引起的直接效应角度来解释的。 

专家提出的“后面两方面的内容似乎解释的是可能存在的间接效应，并不是解释为何关

于养育压力的研究都集中在养育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影响。”应该指的是作者提出的

“另一方面母亲的养育压力会营造家庭中消极的或不愉快的情绪氛围，儿童的情感安全会直

接受到这种消极的或不愉快的情绪氛围的影响，从而引起儿童的行为问题（刘亚鹏，张光珍，

梁宗保，邓慧华，陆祖宏，2011）”。这是作者在最初的文献梳理过程存在的理解偏差。非

常感谢专家指出这一问题，因为在这个解释里，养育压力→消极的家庭情绪氛围→儿童行为

问题，还是存在着间接效应。 

根据专家建议，作者对直接效应模型进行了重新解释：国内外的研究者较多使用 Abidin

编制的养育压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PSI）对母亲养育压力进行测量，该量表由三个

维度组成：养育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养育愁苦（Parenting Distress）是指父母



 

 

在履行养育职责时，对压力的愁苦感受（刘亚鹏，张光珍，梁宗保，邓慧华，陆祖宏，2011）。

若婴幼儿长期受母亲育儿愁苦的情绪影响，会容易直接引起儿童的行为问题。详见正文第 4

页第 2 段第 17～18 行。 

参考文献： 

刘亚鹏, 张光珍, 梁宗保, 邓慧华, 陆祖宏. (2011). 父亲养育压力的稳定性及对儿童学步期问题行为的预测. 

心理发展与教育, 27(6), 599–606. 

 

意见 3：研究方法的问题。  

（1）本研究要考察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包括量和时间的积累)，

本研究中，作者将多种母亲生活压力类型计算总分作为量的累积，将 T1～T4 的母亲生活压

力总分合成了潜变量作为时间的累积。建议作者提供这样做的依据，尤其是时间的累积问题。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意见。 

本研究根据多种负性生活事件对母亲的影响程度，合成母亲生活压力的总分，这是根据

国内外对压力比较推崇使用的计分方式（Austin, Hadzipavlovic, Leader, Saint, & Parker, 2005; 

Li et al., 2013; 李丹，徐鑫锫，刘俊升，吴苹，2013），由此得出的母亲生活压力更能反映出

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累积的真实情况。通过量的累积得到其累积效应的文献有《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s of childcare on children's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in a non-risk sampl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Gist, 2006）、《Cumula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family stress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the bergen child study》（Bøe, 

Serlachius, Sivertsen, Petrie, & Hysing, 2017）等。 

本研究使用潜变量不在于获得时间的累积效应，而是为了获得儿童早期（9～38 个月）

母亲生活压力。正如回应评审专家 1 第 7 条意见第 2 点中所提到的，基于潜变量得到的结果

更能揭示现象本身的关系（王孟成，2014），多重指标的测量可以准确表达研究者的理论构

想，避免了用单一时间点代表“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的片面性，使用潜变量在参数估计时

就可以同时考虑测量误差，把有意义的效应与误差分离开来，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张建平，

1993）。十分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原来的表达存在歧义，现在作者已经在构建模型、

合成潜变量的内容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了使用潜变量的意义。详见第 7 页第 3 段第 1 行。 

在修改稿里，作者对累积效应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的论述，不再强调时间上的累积，

而是结合本研究的统计方法和研究目标，关注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其行为问题的累积效

应。 

参考文献： 

Austin, M. P., Hadzipavlovic, D., Leader, L., Saint, K., & Parker, G. (2005). Maternal trait anxiety, depression and 

life event stress in pregnancy: relationships with infant temperament. Early Human Development,81(81), 

183–190. 

Bøe, T., Serlachius, A. S., Sivertsen, B., Petrie, K. J., & Hysing, M. (2017). Cumula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family stress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the bergen child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published online, doi.org/10.1007/s00127-017-1451-4. 

Gist, N. F. (2006). 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s of childcare on children's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in a non‐risk sampl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Early Child Development & 

Care,176(2), 129–156. 

Li, D., Xu, X.P., Liu, J. S., & Wu, P.(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 and Pregnancy Stres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usband Support.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876–883. 

李丹, 徐鑫锫, 刘俊升, 吴苹. (2013). 孕期生活事件与妊娠压力: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和丈夫支持的调节作



 

 

用. 心理科学(4), 876–883. 

张建平. (1993). 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和研究思路——结构方程建模述评.心理学报,25(1), 93–101. 

王孟成. (2014).潜变量建模与 Mplus 应用,基础篇. 重庆大学出版社,3–4. 

 

意见 3：（2）由于中介作用暗示了因果关系，而本研究中的两个中介变量和因变量都是在

T5 同一个时间点收集的，用这样的数据验证中介作用存在逻辑缺陷。 

回应：十分感谢专家提出的建议。本研究从理论构想出发，通过文献梳理过程中构建了链式

中介的理论模型（Model 1），虽然最终的数据可以验证理论构想，但是正如专家所言，存在

一定的逻辑缺陷：例如，也有文献指出，儿童的气质或行为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养育者的养育

行为（Bakel, & Riksenwalraven, 2002; 吕勤，陈会昌，王莉，陈欣银，2003）。因此作者借

鉴文献中的分析方法（Wu, Liang, Lu, & Wang, 2017；Zhang, 2013），补充了另外的两个理论

模型（Model 2、Model 3），如图 1 所示。三个模型的不同点在于：Model 1 中，积极养育→

行为问题，积极养育→努力控制；Model 2 中，行为问题→积极养育，积极养育→努力控制；

Model 3 中，行为问题→积极养育，努力控制→积极养育。通过比较模型的拟合指数，来选

择最佳的拟合模型，使得研究更具有严谨性。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采用 Mplus7.4 建模分析，三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如下 

测量模型  2
 p df CFI TLI RMSEA SRMR 

Model 1 40.51 0.12 31 0.95 0.90 0.05 0.07 

Model 2 58.57 0.04 41 0.92 0.87 0.06 0.08 

Model 3 56.65 0.02 38 0.91 0.84 0.07 0.08 

模型比较 Δ 2
SB p Δdf     

Model 1 vs Model 2 28.65 p < 0.05 10     

Model 2 vs Model 3 2.99 p > 0.1 3     

Model 3 vs Model 1 29.49 p < 0.05 7     



 

 

采用 Satorra-Bentler 校正的卡方差异检验进行模型比较可知，Model 1 的拟合结果显著优于

Model 2、Model 3。因此本研究接受 Model 1 的建模结果。详见正文第 7 页第 3 段第 4～8

行。 

参考文献： 

吕勤,陈会昌,王莉,陈欣银.(2003).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 2-4 岁期间的问题行为.心理学报,35(1), 89–92. 

van Bakel, H. J., & Riksenwalraven, J. M. (2002). Pare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one-year-olds: links with parental, 

contextual, and child characteristics.Child Development,73(1), 256–273. 

Wu, M., Liang, X., Lu, S., & Wang, Z. (2017). Infant motor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subsequent executive 

function.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49, 204–213. 

Zhang, X. (2013). The longitudinal interplay of psychopathology and social competence during chinese children's 

transition to preschool.Infant & Child Development,22(2), 198–215. 

 

意见 4：讨论部分对本研究结果的讨论不够充分，且存在一些逻辑问题。 

（1）作者在讨论 4.1 部分提到“86%以上的女性有工作压力，其中 57%以上的女性感到工作

压力大，并且工作压力呈现城市的差异：北京已婚女性感到工作压力大的人数最多”，这种“城

市差异”能否解释本研究的结果，另外是否会影响到该研究的外部效度？ 

回应：感谢专家指出的这一问题。正如作者在研究局限中提到的：“被试大多取自北京市内

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区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群体中时仍需谨慎”，

所以本研究的外部效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作者在此解释时，提出了“城市差异”带来的可

能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仍然具有较好的实践价值，这提醒我们，生活在一线城市的

母亲，虽然没有面临饥寒交迫的困境，但同样面临着长期性的生活压力，而这些生活压力直

接或间接作用于幼儿的发展，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结合文献中报告的内容，

将“北京已婚女性感到工作压力大的人数最多”这句话重新表述为“生活在一线城市生活的母

亲感到工作压力大的比例更高”。详见正文第 8 页第 3 段第 11 行。 

 

意见 4：（2）此外，在讨论 4.1 中提到了“孩子难以照管”是母亲生活压力的主要方面之一，

而作者却未对此进行相应的讨论和分析。 

回应：专家的建议十分充分。初稿中作者只针对“相对于 T1-T3 时间点，T4 时‘孩子照顾照

管’的发生率上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儿童3岁以后刚刚进入幼儿园……”进行了讨论和分

析，忽略了对“‘孩子难以照管’是母亲生活压力的主要方面之一”进行分析。因此在修改稿中

进行了补充：从母亲的角色特点和儿童的发展特点来看，作为婴幼儿的主要养育者，母亲在

参与职业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大部分养育婴幼儿的日常事务，而婴幼儿时期是儿童自我意

识发展的飞跃阶段、并出现第一个反抗期，因此“孩子难以照管”成为儿童早期的母亲生活压

力主要方面之一。详见第 8 页第 3 段第 17～20 行。 

 

意见 4：（3）讨论部分还存在一些逻辑错误，诸如“而来自消极基因传递理论的研究也证实

了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效应，该理论认为母亲和儿童的抑郁退缩等情绪问题

可能部分来自于遗传的影响（Deaterdeckard, 1998)。”从作者的表述来看，该理论并不能证

实前半句所说的直接效应。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意见。作者意在说明相对于同伴问题、过度活跃等外显行为问题，儿

童情绪症状（内隐行为问题）更容易受到母亲生活压力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更容易

表现出直接效应。例如，Connell 和 Goodman（2002）通过元分析发现相对于外显行为问题，

儿童的内隐行为问题与母亲的风险因素相关更强。重新表述后的内容见正文第 9 页第 3 段第

10～12 行。 



 

 

参考文献： 

Connell, A. M., & Goodman, S. H. (200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pathology in fathers versus 

mothers and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28(5), 746–773. 

 

意见 5：语言规范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文中存在多处语言不通顺的问题，影响了文章的可

读性。例如“随着两份《柳叶刀》杂志《发展中国家儿童发展》专刊（2007 年和 2011 年）

的发布及最新第三期系列专刊《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从科学力量到推广普及》（《Advanc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rom Science to Scale》，2016 年）的发布”，“低收入家庭拥有

更多的争吵”，“母亲的养育压力会影响其教养方式，减少教养卷入程度（舒曾 等，2016；

Guajard, Snyder, & Petersen, 2009），导致减少对儿童的支持，敏感性低”等等。另有多处语言

存在表述不清晰的问题，容易引起歧义。例如“职业母亲”、讨论 4.3 小标题表述不清等等。 

格式方面，参考文献存在多处页码标注错误。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细致的意见。作者已经本文中语言不通顺的地方进行了润色，例如将“随

着两份《柳叶刀》杂志《发展中国家儿童发展》专刊（2007 年和 2011 年）的发布及最新第

三期系列专刊《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从科学力量到推广普及》（《Advanc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rom Science to Scale》，2016 年）的发布”改为“随着《柳叶刀》杂志的“发展中

国家儿童发展”系列专刊（第一期 2007 年、第二期 2011 年）及最新第三期《促进儿童早期

发展：从科学力量到推广普及》（《Advanc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rom Science to 

Scale》，2016 年）的发布”；“低收入家庭拥有更多的争吵”改为“低收入的家庭伴随着更多的

争吵”等；将容易引起歧义的内容更正为具体精确的描述：“职业母亲”改为“职场妈妈”（职

场妈妈：兼顾相夫教子角色的职场拼搏女性，来源《做个幸福的 80 后职场妈妈: 大晨妈妈

育儿手记》、《“70 后”“80 后”职场妈妈们的不同生活》）；并对讨论 4.3 小标题的表述进行了更

正：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其行为问题的间接效应。最后对参考文献格式进行了核查和更

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前面审稿专家提出了很好的审稿意见和建议，作者在修改稿中较好地回应了

审稿专家的提问，并对文章做了认真修改，修改稿相对于原稿有明显提升。修改稿尚存在以

下问题有待作者进一步完善： 

意见 1：第二位审稿专家在“3 研究方法的问题”中指出，本文拟考察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儿

童行为问题的累积效应(包括量和时间的积累），但并没有很好地界定量和时间的累积。作者

给的回应是不再强调时间上的累积，而是关注于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其行为问题的量的

累积。实际上，该文与其他同类型的追踪研究（同样测量了自变量的多个时间点数据）相比，

没有特别之处，那为什么要执着地使用“累积效应”这一表述呢。所以，可能作者有必要修改

文章标题，不凸显“累积效应”这一表述，改用其他表述，同时矫正文章中相关内容。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建议。在本研究中，每个时间点获得的母亲生活压力均是多个负性生

活事件压力的累积值，可以通过考察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得到其累积效应，而非指多个

时间点得到的累积效应。但这样确实可能引起歧义，造成误解，经过作者们的再三斟酌和讨

论，决定采纳专家的建议，将文章标题中的“累积效应”改为“预测效应”来表述，同时更正了

文章中的相关内容。 



 

 

 

意见 2：本研究的研究设计是：母亲生活压力→母亲养育方式→儿童努力控制→儿童行为问

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努力控制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特质更可能作为调节变量，而

不是中介变量。诚然，母亲的生活压力和养育方式可能会适度的影响到儿童的努力控制，但

努力控制更可能相对稳定，作为调节变量调节着母亲生活压力、母亲养育方式对儿童行为问

题的影响。 

回应：十分感谢专家指出这一问题，诚如专家所考虑的，在研究初期，究竟是把努力控制作

为调节变量、还是作为中介变量，也是困扰我们的问题之一。在原文中关于这一点的阐述确

实梳理得不够清晰。本次修改我们进一步仔细地梳理文献，并做了补充。 

首先，Kochanska 和 Kim（2014）提出：努力控制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概念：一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努力控制是亲子关系的产物，积极的亲子关系、安全型依恋关系是儿童形成

自我调节能力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努力控制是一种气质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生物、

神经、生理和基因为基础的。 

其次，2～7 岁是儿童调节注意和情绪的能力稳步提升的时期（Sawyer, Millerlewis, Searle, 

Sawyer, & Lynch, 2015），因此学前期努力控制发展迅速，作为人格特质还不够稳定，也有较

为统一的结果。努力控制的出现、发展变化与大脑的前扣带回和前额叶的成熟有关（Eisenberg, 

Smith, & Spinrad, 2010）。努力控制发生于出生后 12～18 个月之间（Eisenberg, et al., 2010; 

Posner, Rothbart, Sheese, & Tang, 2007; Kochanska, Murray, & Harlan, 2000），最早可出现于儿

童 6～12 个月大时，是伴随着注意机制的成熟而出现的，在 2 岁以后努力控制能力迅速发展，

并且一般一直会发展到 7 岁左右（Rothbart, Ahadi, & Hershey, 1994; Rothbart & Rueda, 2005）。

Kochanska, Murray 和 Harlan（2000）的研究发现，22～33 个月儿童努力控制水平会稳定提

高，到 30 个月以后，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水平仍有极大的增长。国内学者对 474 名学前儿

童进行了三年的追踪研究，考察了 4～6 岁期间儿童努力控制的发展轨迹，结果发现学前期

是儿童努力控制发展的关键阶段，学前儿童的努力控制呈线性增长（梁宗保, 张光珍, 邓慧

华, 宋媛, 郑文明，2013）。 

由此可见，在儿童早期，随着大脑发育的逐渐成熟，儿童努力控制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学前期更是努力控制发展的关键阶段，会受到外界环境，尤其是父母养育行为的影响。例如，

Kochanska 等人（2000）通过研究儿童早期（22～33 个月）努力控制的发展发现，22 个月

时母亲的回应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33 个月时儿童的努力控制。Tiberio 等人（2016）追踪研

究了儿童早期到青春早期（从 3 岁到 14 岁左右）努力控制的发展及养育行为的作用，结果

发现 3 岁、5 岁的积极养育分别正向预测 5 岁、7 岁的努力控制，积极养育和努力控制之间

的关系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弱：3 岁～7 岁之间的关系强于 11 岁～14 岁之间的关系。

Chang，Olson，Sameroff 和 Sexton（2011）在儿童 3 岁时收集母亲的养育行为和儿童的努力

控制，6 岁时收集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该研究发现努力控制可以中介同时间点测量的母亲

温暖回应和 3 年后测量的男孩外显行为问题，即母亲温暖回应可以促进儿童努力控制的发

展，进而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Kochanska 和 Kim（2014）在一篇文章中同时报告了两

个项目的研究结果，这两个项目的研究中努力控制分别在儿童 38 个月和 33 个月时收集，结

果发现儿童努力控制在亲子关系和学前期儿童规则内化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梁宗保等人

（2013）研究发现初始的父母鼓励与接纳对儿童努力控制的最后发展水平有促进作用，而父

母的拒绝与惩罚则起反作用。温暖的、积极的、支持性的、敏感的父母养育对学前期儿童努

力控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不少研究的证实（例如：Elizur, Somech, & 

Vinokur, 2016; Chang, Shaw, Dishion, Gardner, & Wilson, 2015; Bae, & Lim, 2015)，即使是在控

制了之前的努力控制水平后，母亲敏感温暖接纳的支持性行为对儿童后期的努力控制仍具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Spinrad et al., 2007）。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可以推测，在生命的早期（2～7 岁），努力控制受到养育环境的

影响，逐渐打上了母亲养育的烙印，更可能发挥其中介作用。综合考虑到学前期努力控制的

不稳定性、相关实证研究取向以及被试年龄特点，本研究中倾向于把努力控制作为中介变量。

但出于严谨性的考虑，我们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努力控制作为调节变

量）和链式中介模型（努力控制作为中介变量）均进行了验证，构建了竞争模型 Model A、

Model B、Model C、Model 1，模型比较的结果支持链式中介模型 Model 1。由于篇幅所限，

原文中仅报告链式中介结果，未报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现将结果补充报告如下： 

努力控制作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为： 

 

采用 Mplus7.4 建模分析，Model 1 和 Model A、Model B、Model C 的拟合指数如下： 

测量模型  2
 p df CFI TLI RMSEA SRMR 

Model 1 40.51 0.12 31 0.95 0.90 0.05 0.07 

Model A 408.98 0.00 38 0.30 –0.39 0.35 0.57 

Model B 805.88 0.00 77 0.40 0.08 0.35 0.18 

Model C 1152.67 0.00 86 0.32 –0.06 0.40 0.50 

通过比较拟合指数，显然，Model A、Model B、Model C 的拟合指数远差于 Model 1，

仅有 Model1 的拟合指数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在本研究中，努力控制作为中介变量比调

节变量更为合适。 

在新的文稿里，作者在问题提出部分对儿童早期努力控制的不稳定性特征进行了补充，

对努力控制更可能在本研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阐述，见正文第 4 页第 2 段第 9～19

行。再次感谢专家的细致意见，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完善，从而提升文章的严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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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作者在研究不足中提了三点不足，且不是最重要的三点，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是

没有考虑到多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发展的交互效应。本研究更好的数据处理方式

是，考察 T1-T4 母亲生活压力的异质性发展轨迹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 

回应：确实如专家所言，本文未考虑多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发展的交互效应，根

据专家的建议，作者在研究不足中补充了相关内容“考虑到基于潜变量得到的结果更能揭示

现象本身的关系、有效控制测量误差，本研究没有处理多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发

展的交互效应，而是将多个时间点母亲生活压力合成一个潜变量，但如若采用纵向分析方法

可能也会有潜在的理论贡献，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详见正文第 11 页第 2

段第 7～10 行。 

关于发展轨迹，在回复审稿专家第一轮修改意见时，受专家的意见启发，作者采用潜变

量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四个点母亲生活压力的变化，进而发现母亲生活压力的起始水平呈现

出显著的个体差异，且四个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呈现出线性变化趋势。从文献梳理来看，由于

同样的负性生活事件对不同个体产生的压力值是有差异的，涉及到个体的人格特质、心理弹

性、社会支持系统等各方面的影响（Reid, & Taylor, 2015; Hjemdal, Friborg, & Stiles, 2012; 

Kardum, & Krapić, 2001; Hedborg, Anderberg, & Muhr,2011; 邹智敏，王登峰，2007；叶艳等，



 

 

2014），因此可以进一步探索引起母亲起始水平呈现个体差异和整体下降趋势的影响因素，

以及母亲生活压力的异质性发展轨迹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经过初步分析，这是非常好的思路。

感谢专家的建议，受篇幅所限，我们会在新的研究主题中集中探讨母亲生活压力的异质性发

展轨迹的成因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便于更精确地、更深入地对此进行分析，为制定有关

妇女儿童的保护政策继续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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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本文中存在多处格式不规范之处。比如：“参考 Wu 等人的分析方法（Wu, Liang, Lu, 

& Wang, 2017）”，需要调整为“参考 Wu 等人（2017）的分析方法”；又如“由于样本量较小，

本文采用 Bootstrapping（重复抽样 5000 次）的方法进行验证。 Bootstrap 检验可以对置信

区间进行估计（中介效应显著的前提是置信区间不含 0），这是普遍使用的一种中介效应检

验方法。”，此处缺乏出处，此观点来源于哪里。 

回应：感谢专家对规范引用文献格式提出的意见，作者再次对全文中的文献格式进行了校对，

更正了不妥之处。文中提出使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这是因为关于中介效应检

验的研究发现，Bootstrap 法比其他的中介效应检验法有更高的统计效力，得到的置信区间

更为精确（王孟成，2014；Hayes & Scharkow, 2013）。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在《中介效

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一文中指出：“检验中介效应最流行的方法是 Baron 和 Kenny 的

逐步法，但近年来逐步法受到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和质疑，有人甚至呼吁停止使用其中的依次

检验, 改用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好的 Bootstrap 法直接检验系数乘积的置信区间”。结合近些年

来发表的有关中介效应的研究报告来看，Bootstrap 法是近几年才开始被广大研究者所熟悉

和使用的。因此，为了使表述更为严谨，原文改为“根据研究者们的推荐（温忠麟，叶宝娟，

2014；Hayes & Scharkow, 2013），本文采用 Bootstrapping（重复抽样 5000 次）的方法验证

中介效应”，增加了观点出处。详见正文第 8 页第 2 段第 1～2 行。 

参考文献： 

Hayes, A. F., & Scharkow, M. (2013). The relative trustworthiness of inferential test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in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does method really mat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0), 1918–1927. 

王孟成. (2014).潜变量建模与 Mplus 应用,基础篇. 重庆大学出版社.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2(5), 731–745. 

……………………………………………………………………………………………………… 

 

审稿人 2意见：经过修改后，稿件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本研究中的两个中介变量和因

变量都是在 T5 同一个时间点收集的，用这样的数据验证中介作用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这



 

 

是本研究的一大不足，建议作者在讨论中增加该部分内容。 

回应：首先感谢专家对本文修改给予的肯定。正如专家所说的，本研究中的两个中介变量和

因变量都是在 T5 同一个时间点收集的，作者在讨论部分增加了该部分内容，并且针对该点

不足做了如下工作： 

1. 积极养育、努力控制和行为问题之间关系的文献梳理 

本研究从理论探讨出发，通过梳理文献构建了链式中介的理论模型。国外已有一些实证

研究验证了父母积极养育、儿童努力控制、儿童行为问题三者之间的作用过程：温暖的、积

极的、支持性的、敏感的父母养育，无论是对学步期儿童，还是对学前和学龄期儿童的努力

控制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积极养育通过儿童的努力控制直接或间接地减少儿童行为问题

的发生（Elizur, Somech, & Vinokur, 2016; Kochanska & Kim, 2014; Chang, Olson, Sameroff, & 

Sexton, 2011; Valiente, Lemery-Chalfant, & Reiser, 2007; Eisenberg et al., 2005）。但是国内研究积

极养育、努力控制、行为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Yuan 和 Chen（2017）通过

对北京地区 804 对 9～19 岁（平均年龄 13.5 岁）同卵双生子的横断研究发现，父母温暖和

说理的积极养育行为对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影响部分由青少年的努力控制中介，即使在控制了

共同的遗传因素后，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2. 积极养育、努力控制和行为问题之间关系的模型比较 

由于也有文献指出，儿童的气质或行为问题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养育者的养育行为，因此

在回复第一轮意见时，作者通过构建竞争模型，采用 Satorra-Bentler 校正的卡方差异检验进

行模型比较（Asparouhov, & Muthén, 2013)，模型比较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构想。

本研究的链式中介结果不仅支持和验证了先前的研究，并且充实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然而正如专家所提出的，本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儿童早期（9～38 个月）的母亲生活压力

对其 5 岁行为问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但由于追踪设计中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原因，对中介变

量的收集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因果推论时需谨慎。专家的建议十分宝贵，

我们会在未来的研究中注意这个问题，也在讨论部分“4.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中增加了该问

题的表述，如“由于追踪设计中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原因，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收集没有考

虑到时间序列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因果推论时需慎重”。详见正文第 11 页第 2 段第 5～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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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arouhov, T., & Muthén, B. (2013). Computing the strictly positive satorra-bentler chi-square t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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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作者也很好地回应了一、二审专家的意见，从题目、问题的提出、数据分析

和讨论等进行了修改，使文章总体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还有以下问题：  

 

意见 1：通过作者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以往较多研究关注母亲的养育压力而较少关注其感

受到的各方面生活压力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因为此项研究探讨了母亲感受到的各方面生活压

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所以作者认为此研究比以往研究更符合生态系统理论并且更具有

生态学效度。那么，作者引用的是谁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目前存在多个不同的生态系统理

论，并且每个理论强调的重点不同（请参考 Rosa & Tudge, 2013; Tudge, Payir, Mercon‐Vargas, 

Cao, Liang, Li, & O'Brien, 2016）。作者认为此项研究更符合哪个生态系统理论？如果是

Bronfenbrenner 提出生态系统理论请在正文及英文摘要中注明理论英文名称（具体是哪一

个？是 ecological theory 还是 bioecological theory？）以及参考文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审稿专家严谨的理论精神令我们敬佩，这确实是

我们忽略的地方。在参考了 Rosa 和 Tudge（2013）、Tudge（2016）等人的综述文章后，我

们做出如下回复： 

Bronfenbrenner 的理论从 1973 年至 2006 年期间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Rosa, & Tudge, 

2013）。在第一阶段（1973～1979 年），Bronfenbrenner 提出了个体发展的生态理论（ecological 

theory），在这一阶段 Bronfenbrenner 更多地考虑儿童生长的自然环境对儿童发展结果的作

用，他分析了社会变迁及其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消极影响，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心，

Bronfenbrenner 认为研究者应该关注个体生活的真实环境，并将其划分为 4 个层次：微观系

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x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 

在第二阶段（1980～1993 年）Bronfenbrenner 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目标是通过理论和实证

研究来展示环境的概念模型，并且补充第一阶段的一个空白：缺乏对个体特点在发展历程中

所发挥作用的解释。为了关注个体在自身发展所起到的作用，Bronfenbrenner 开始更多地关

注发展过程，并且形成了一项新的人类发展的研究范式：Process-Person-Context model。但

这个模型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到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分：时间。Bronfenbrenner 认为这意味着研

究者没有考虑到发展是一个集连续和变化于一身的过程，时间如环境一样，对人类发展有同

等的重要性。 

在第三阶段（1993～2006），是 Bronfenbrenner 理论的成熟阶段（bioecological theory）。

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表明个体特点是如何和环境中的因素（包括空间和时间的）相互协调来

影响近体过程（ proximal processes ）。 Bronfenbrenner 的生物生态学理论提出了

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PPCT)模型来指导发展心理学研究，要求研究关注近体过程（近

体过程同时受到个体特点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应该采用追踪设计（Tudge, Payir, 

Mercon-Vargas, Cao, Liang, Li, & O’Brien ,2016）。 

在本研究中，第一，我们采用了追踪研究关注母亲生活压力对养育行为及行为问题的影

响；第二，我们关注当代城市母亲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压力源；第三，我们也考察了儿童的个

体特点—努力控制与母亲养育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尽管通过模型比较，最终结果支持了养

育行为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影响，但是分析方法符合了生物生态学理论的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Tudge et al. , 2016）。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引用的是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物生态学理论（bioecological 

theory），现已在正文更正、补充参考文献并在英文摘要中注明理论英文名称。 

参考文献： 

Tudge, J. R. H., Payir, A., Merçon‐Vargas, E., Cao, H., Liang, Y., Li, J., &O’Brien,L. (2016). Still misused after all 

these years? a reevaluation of the uses of Bronfenbrenner's bioecological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8(4),427–445. 

Rosa, E. M., & Tudge, J. (2013). Urie Bronfenbrenner'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ts evolution from ecology 

to bioecology.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5(4), 243–258. 

 

意见 2：作者在研究设计中如何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设计内部效度的威胁？ 本研究的

共同方法偏差来自于三个方面：（1）所有数据均通过问卷收集；（2）在中介模型中所有变量

都自来同一个报告者（母亲）；（3）作者没有采用顺序平衡来降低由于不同题目出现的顺序

相同造成的偏差。首先，作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并没有采用有效的方法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如果作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偏差，请在研究报告中简单说明。其次，因为

此研究所有变量均采用问卷法测量，并且所有变量均由同一个报告者报告，所以相同方法相

同报告者降低了研究设计的内部效度。尽管作者用单因素法检验了共同方法偏差，但是作者

无法检验被自变量解释的因变量的变异中有多少是来自于二者真正的关联，而不是来自相同

方法相同报告者的影响。因此，建议作者在研究缺陷中加入这一缺陷。目前已经有适合测量

婴幼儿的 effortful control 的实验任务（见 Kochanska, Murray, & Harlan, 2000），作者为何不

使用实验的方法测量 effortful control 以达到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更准确地测量 effortful 

control 的目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P. M.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N. P. Podsakoff (2003)、国内学者周浩和龙立荣(2004)

对共同方法偏差及其控制方法作了较好的综述和介绍：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方法分为程序控

制和统计控制。程序控制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与测量过程中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比如从

不同来源测量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对测量进行时间上、空间上、心理上、方法上的分离，

保护反应者的匿名性、减小对测量目的的猜度，平衡项目的顺序效应以及改进量表项目等；

统计控制是指，在某些研究情境中，受条件限制，上述的程序控制方法无法实施，或者无法

完全消除共同方法偏差，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在数据分析时采用统计的方法来对共同方法偏

差进行检验。在本研究中，诚如专家所指出的，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来源于三个方面，

同时作者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上做了如下工作： 

（1）程序控制： 

①本研究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时间上：母亲生活压力的测

量是分别在儿童 9 个月、15 个月、25 个月、38 个月间隔进行的；空间上：在儿童 5 岁时，

母亲在家填写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制有关的问卷，在实验室填写行为问题有关的问卷；（由

此可见，本研究中，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②保护反应者的匿名性，

与家长签订知情同意书，承诺问卷结果仅用于科学研究。作者在正文第 6 页第 4 段研究程序

中进行了简短说明。 

（2）统计控制： 

①进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因素分析结果并没有出现只抽取出的一个因子的情况，且

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仅为 12.79%，表明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的问题；②本文将四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合成了母亲生活压力的潜变量，原因之一就是

考虑到测量误差，基于潜变量得到的结果更能揭示现象本身的关系（王孟成，2014），多重

指标的测量可以准确表达研究者的理论构想，避免了用单一指标代表“生活压力”的片面性，



 

 

把有意义的效应与误差分离开来，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张建平，1993）。 

尽管作者采取了一定的程序控制，并进一步采取统计控制，但是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

尚无法完全避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本次修改采纳专家的建议，在研究缺陷中

加入了这一缺陷。同时专家提出的采用实验任务测量努力控制、以便于降低共同方法偏差、

更准确地测量努力控制，也是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将在新的研究中纳入使用，进一步验证本

文的研究结果。详见正文第 11 页第 2 段第 10～12 行。 

参考文献：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 Appl Psychol, 88(5), 879-903. 

王孟成. (2014).潜变量建模与 Mplus 应用,基础篇. 重庆大学出版社.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张建平. (1993). 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和研究思路——结构方程建模述评.心理学报,25(1), 93–101. 

 

意见 3：样本量是否达到了最低样本量要求？作者是否做了 power analysis? 在研究的最初阶

段一共 106 个家庭（母亲-孩子）参与了研究，5 年之后被试流失率为 13.2%。样本量是否达

到最低样本量的要求？建议作者做 Power analysis，并在回应中报告结果。请参考 Dr. 

Kristopher Preacher online utilities: http://quantpsy.org/rmsea/rmsea.htm 

回应：（1）本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6 个月时，总样本量为 106 对母婴，在随后的五次追踪过程共流失

14 人，总的流失率是 13.2%。但在婴儿 25 个月、38 个月、61 个月时又分别加入 7 人、2 人、

6 人（共 15 人），在婴儿 25、38 和 61 个月时新加入的 15 人与在婴儿 6 个月时招募的 106

人在被试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上和收入水平上均无显著差异，可以作为同质性样本纳入本

研究。因此纳入本研究中总的被试量是 107 人，其中女孩 57 名（53.3%），男孩 50 名（46.7%）。

所有的被试至少参加了一个时间点的数据采集，在建模分析时缺失值采用全息最大似然估计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进行处理，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使用所有观

测变量的全部信息（Graham, 2009）。 

（2）关于最低样本量的经验法则：  

考虑到样本量的大小和模型自由参数的个数有明显关系，据此可以作为借鉴的经验法

则。有研究者指出样本量的大小和模型自由参数的比例最好是介于 5:1 到 10:1 之间

（Baumgartner, & Homburg, 1996；吴明隆，2013）。在本研究，需要进行估计的参数有：3

个协方差、10 个路径系数、4 个因子载荷、4 个误差方差，共 21 个参数，按照 5:1 来计算最

低样本量，则需要 105 个样本。尽管本研究的样本量为 107，达到了最低样本量的要求，但

若按 10:1 计算，则样本量稍显不足。因此，本研究在统计分析中采用 Bootstrap 法来获得对

路径的稳健估计（其原理是当样本不够大、或正态假设不成立时，经验抽样分布可以作为实

际整体分布用于参数估计（王孟成，2014））。 

（3）统计检验力分析： 

经参考专家推荐的统计检验力分析工具：http://quantpsy.org/rmsea/rmsea.htm 以及

Preacher,Cai 和 MacCallum（2007）文章，本文选择“Compute Power for RMSEA”部分进行统

计检验力分析。参考 Hu 和 Bentler(1999)的文章中关于 RMSEA 数值所代表的模型拟合状况：

RMSEA<0.05，拟合很好；0.05≤RMSEA≤0.08，拟合较好；0.08＜RMSEA≤0.10，拟合尚可；

RMSEA＞0.10，拟合较差，我们选取 null RMSEA= 0.10。在本研究中，样本量为 107，模型

自由度为 38，RMSEA = 0.05。在“Compute Power for RMSEA”计算结果如下： 

①当显著性水平 α = 0.05 时，统计检验力为 0.74； 

②当选择显著性水平 α = 0.10 时（本研究中接受边缘显著），统计检验力为 0.85。 

http://quantpsy.org/rmsea/rmsea.htm
http://quantpsy.org/rmsea/rmsea.htm以及Preacher
http://quantpsy.org/rmsea/rmsea.htm以及Preacher


 

 

故本研究结果是在符合中等程度的统计检验力的模型分析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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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作者在文献综述部分回顾了在压力环境中，母亲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s ）及养

育行为（parenting practices）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在英文摘要中提及此项研究探讨了“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yles or practices”。养育方式以及养育行为在操作性定义上是不同

的（参考 Darling & Steinberg, 1993）。请作者明确在此项研究中测量的与养育相关的变量（即

积极养育，positive parenting）到底是 parenting style 还是 parenting practices/behavior，并在

文中的相应部分进行修改。  

回应：十分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作者仔细阅读了专家提供的参考文献（Darling, & Steinberg, 

1993)，以及 Alabama 教养问卷学前版（本研究中用来测量积极养育的问卷）的相关文献

（Suzanne, Jeffrey, David, & Katia, 2007），明确了养育方式和养育行为的区别与联系： 

（1）养育行为（parenting practices）是在具体的行为层面来定义的，例如父母参加学校活

动或者打孩子屁股，都是养育行为的例子。养育行为因社会化目标不同，而反映出对儿童发

展结果的关注点不同。 

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是父母与儿童交流时对待儿童的态度的集合，包含父母表达

行为时营造的一种情感氛围。养育方式中的父母行为不仅包括养育行为，还包括父母与儿童

交流时的情感态度。因此，养育方式仅部分通过养育行为来表达。 

养育行为对儿童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从餐桌礼仪到学业成就）、个体特点（例如

高自尊）有着直接的影响。相反的，养育方式影响儿童发展的主要过程是间接的，养育方式

通过改变养育行为的效果来影响儿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养育方式可以看作是一个影

响具体养育行为和儿童具体发展结果之间关系的环境变量。 

（2）本研究所使用的 Alabama 教养问卷学前版(Suzanne, Jeffrey, David, & Katia, 2007)测量的

是母亲的积极养育行为（Positive Parenting Practices），例如：“对于孩子参加的某项特殊活

动（如运动会等），您会主动提供帮助”、“您与孩子一起玩游戏或者做其他有趣的事情”、“您

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您会询问孩子在学校一天的情况”、“您会和孩子谈论他/她的朋

友”。本文作者对文章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感谢专家的细致而严谨的意见，作者受益

匪浅。 

参考文献：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3), 487–496. 

http://quantp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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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uantpsy.org/pubs/preacher_cai_maccallum_2007.pdf


 

 

Suzanne, M.C., Jeffrey, M. H., David, J. M., & Katia, L. P. (2007).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labama 

parenting questionnaire–preschool revi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6(1), 

19–28. 

 

意见 5：作者检验了退出的家庭和继续参与的家庭在 time-invariant 变量（如人口学变量）

上不存在差异。那么在 time-variant 变量（如母亲生活压力）上是否存在差异？例如，退出

的母亲在退出之前的某个时间段比没有退出的母亲感到更大的压力，生活压力大可能会降低

被试参与研究的意愿，导致被试退出研究。建议作者检验退出和非退出家庭在 time-variant

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并报告结果。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意见。 

首先，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是五个时间点中至少参加了一个时间点的被试，而退

出的家庭是未参加任何一个本研究选取的时间点的家庭，故这些家庭并没有参与母亲生活压

力的测量。 

其次，参考专家的建议，作者进一步检验了参加五次研究的被试与至少参加一个时间点

研究的被试在 T1～T4 母亲生活压力上的差异，t 检验结果表示：两者在 T1～T4 母亲生活压

力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 > 0.10，表明母亲生活压力的高低不影响母亲在任一时间点参与

或拒绝参与本研究。 

同时，实际情况中，在我们实验人员预约参与者参与研究时，仅在个别时间点有极个别

的参与者明确表达因工作、或家庭原因而拒绝参与某一个时间点的测量。 

统计上，作者对五个时间点的主要变量进行 Little’s 完全随机缺失检验， 2
 = 199.46，p 

= 0.22，表明所有主要变量的缺失由完全随机缺失造成(Chen & Little, 1999)，包括如母亲生

活压力这样的 time-variant 变量，已在正文第 5 页第 2 段第 5～7 行进行了说明。 

参考文献： 

Chen, H. Y., & Little, R. (1999). A test of 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for generalised estimating equations with 

missing data. Biometrika,86(1), 1–13. 

 

意见 6：控制变量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当做 time-variant 变量处理的还是 time-invariant 变量

处理的？在追踪的 5 年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在 T1 和 T5 均收集了母亲

受教育水平，作者在数据分析时是如何处理这个变量的？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意见。正如专家所言，我们在 T1～T5 的五个时间点均收集了母亲的

受教育程度，结果发现，在纳入本研究的 107 名母亲中，从 T1～T5，有 7 位（占比 6.54%）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发生了变化，其中：3 位母亲从本科升到了硕士、1 位母亲从初中升到了

高中（中专）、1 位母亲从高中（中专）升到了本科、1 位母亲从高中（中专）升到了大专、

1 位母亲从大专升到了本科。由于母亲受教育水平发生变化的比例较小，在数据分析时，我

们使用了与结果变量测量时间点相同的 T5 时的母亲受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将母亲的受

教育水平作为 time-invariant 变量进行处理。 

 

意见 7：此外，英文摘要中语法错误、语句不通顺以及表达不规范处非常多，请作者重写英

文摘要：如“on the one hand”和“on the other hand”表达的是逻辑对比而不是逻辑并列，即前

半句和后半句应存在逻辑转折关系。例如，“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in these periods exerts a 

long-term effect o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impacts on (?) aggravating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nd/or weakening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via thwarting maternal positive parenting 

behaviors”等等。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在本次修改中已经请海外留学的心理学专业人士对英文摘要进行了



 

 

重写。详见正文摘要部分。 

 

意见 8：最后，文章的细节部分还存在问题需要进行修改：如 报告间接效应时，建议报告

95%置信区间。 ??2 要用斜体。文中有些地方没有用斜体。 在“被试”部分写明收集数据的

城市。 

回应：（1）本研究接受边缘显著，为了保证文章中标准统一，所以在报告间接效应时，统一

报告 90%置信区间；（2）“??2 要用斜体”作者不太确定是什么，如果是 2，在 APA 手册第六

版 pp102 中明确说明希腊字母不使用斜体，故本研究中的 2 保留原格式。（3）本次修改已 

在被试部分写明了收集数据的城市：北京。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1意见：经过三次审稿和修改，作者很好地对文章进行了修改，问题的提出和对研究

方法和过程的阐述更加严密，对研究结果的讨论更加严谨，结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编委复审意见：作者完全落实了外审专家的意见，稿件质量已达发表要求，建议发表。 

 

主编终审意见：该文经过多轮评审和修改，已经达到发表要求。同意发表。 


